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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清末民国时期湖南乡村日常生活变迁 

王继平
1
 

【摘 要】：乡村日常生活的变迁是乡村社会变迁的重要考量。鸦片战争以后,乡村自然经济的解体、资本主义

在乡村的发展,也逐步改变着乡村日常生活。湖南地处内陆中部,日常生活的变迁自鸦片战争后逐步发生,在清末民

国时期得以彰显。集镇市场的扩大、乡村交通的改善、乡村公共医疗的进步,使乡村生活环境得以改善,由此引导乡

村饮食、服饰、婚姻节庆等习俗的变化,民间信仰、文化生活、娱乐活动等也发生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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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日常生活的变迁是乡村社会变迁的重要考量。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自然经济的逐步解体,乡村被卷入资本主义经济旋涡。

乡村经济的变化,也逐步改变了乡村日常生活。湖南地处内陆中部地区,虽然自鸦片战争以来变化已经开始,但明显的显现则是在

清末和民国时期。清末民国时期,湖南乡村社会环境逐步改善,使乡村日常生活的改变具备了条件。乡村饮食服饰、婚姻节庆习

俗、民间信仰及文化娱乐生活随之发生变化,改变了乡村社会的面貌。 

一、乡村生活环境的改善 

乡村社会环境的改善,是引起乡村日常生活变迁的前提。它包括城镇市场的发展、乡村交通的改善、乡村公共医疗卫生状况

的进步等主要方面。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自然经济的逐步瓦解,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提高、经济作物面积扩大以及外国商品和中国工业品进入乡

村市场,湖南集镇市场进一步发展。据 1933—1934年国民政府内政部《内政调查统计》,在已调查统计的湖南71个县中,有镇308

个,集 1876 个,共有集镇 2184 个。[1]例如醴陵从 1915 至 1937 年先后增加了清水江、美田桥、双傍、唐家湾、筱溪、麻石、茶岭、

符田、神福港、下岭湾、柞树下、鳖塘、浦口。抗战时期,因地处株(洲)萍(乡)铁路中段,醴陵集镇继续发展,增设了白兔潭(1938

年)、富里(1940 年)、高桥(1941 年)、王仙(1941 年)、莫家嘴(1942 年)、枫树坪(1944 年)等 6 家集镇市场。到湖南解放前夕,

全省有集市 2627 个,即每 1000 平方千米有 12个集市。[2] 

集市贸易的繁荣和集市规模的扩大导致乡村集市向集镇方向发展。集镇是永久性的商业居民区,是异于乡村的新的聚落形式,

也是传统乡村向城镇化转变的体现。集镇的发展,改变了乡村社会的居住和生活环境与方式。在传统自然经济条件下,乡村集市

贸易虽然是其重要补充,但大部分集市贸易并不发达,集市数量少,一般是定期贸易(10 天或 7 天一次),大部分是乡民自产直接的

交易。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在乡村的发展,改变了这一现象。集市成为舶来品和国产工业品流入乡村的主要渠道,乡村在商品经济

的带动下,提供了品种更多、数量更大的农产品及经济作物交易,活跃了乡村经济,也逐步改变着乡村生活各个方面。此外,集镇

成为乡村新的居民聚落,使部分土地所有者变为工商业者,也使部分失地农民获得谋生的去处。近代中国乡村的离村率是比较高

的,湖南乡村尤其是南方各省之最。据 1933 年的调查,湖南乡村全家离村家数为 147511 户,占报告各县总农户的 8%;有青年男女

离村之农家家数为 252521 户,占报告各县总农户的 10.8%。
[3]
离村的去向,集镇是一个重要所在。除了去城市求学和进工厂做工,

大多数没有文化、没有手艺的离村之人,选择距故乡不远的集镇谋生。因此,集镇的发展改变了乡村人口的地理结构,也就改变了

乡村生活的地理环境。但是,总的来说,近代湖南城镇发展进程缓慢,到 1949 年,湖南共有建制镇 104 个,乡镇 1681 个,总人口

2986.8万,其中市镇人口 235.9 万,城市化水平仅为7.9%,比全国平均水平低 3.3个百分点。[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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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集镇的发展,交通的发展也改变了乡村的生活环境。传统交通工具主要依靠自然力、人力或畜力为动力,陆路的驿道交

通和水路的木船舶板是人们出行和交通运输主要工具。近代以来,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原料和产品的贸易、人们的出行需要更

快捷、满足大批量货物运输的交通,铁路、公路和轮船成为新的交通形式。 

近代以来,湖南新式交通获得较大的发展,大多在清末起步,在民国时期获得进一步发展。首先是铁路,近代湖南铁路修筑是

在清末的株洲至萍乡线,与湘粤铁路连接,1898 年开工,1905年竣工,“株萍路全线长91.8公里,(湖南)省境内 56.1 公里”[5]。杭

州至株洲间一线贯通。粤汉铁路湖南境内最早开工是长沙至株洲段,1909 年开工,1911年竣工。武昌至长沙段 1914 年开工,1918

年竣工。国民政府成立后,于 1933 年开始修建株洲至广东乐昌段,1936 年修通。此外,1937 年 9 月,湘桂铁路衡阳至桂林段首先

开工,至 1938 年 9月竣工。近代湖南铁路系统由粤汉线、湘桂线、株萍线组成,不是很发达。 

其次是航运,湖南轮船航线“在民国成立前计有 6 条,930 公里;1918 年即发展为 16 条,2334 公里。至抗日战争前发展到 26

条 3576 公里”[6]。由于航线受到日本侵略的影响,“至 1947 年内河轮船航线共 14条,2921 公里。”[6]“湖南内河航运,以长沙为

枢纽,沿湘江而下岳阳、汉口者谓之外江航线;由长沙至本省各市县者,谓之内河航线。民营轮船行驶的内河航线,主要有长沙至

湘潭、长沙至常德、长沙至湘阴、长沙至益阳、长沙至津市、长沙至南县等十九条”。[7]“行驶外江航线(长汉、长申等线)的轮

船,主要是英商太古、怡和公司、日商日清公司、戴生昌轮船局和官僚资本抬商局、三北鸿安等公司的轮船。”
[7]
 

卓有成绩的是湖南的公路建设。长沙至湘潭的长潭路是湖南也是中国的第一条公路,1913 年湖南都督谭延闿计划修建,由于

政局变幻,迟至 1916 年开工,中间几经曲折,于 1921 年建成,长潭路自长沙经易家湾达湘潭,全程 50.11 公里。[8]其次是潭宝路(湘

潭至邵阳)的修建,1921 年开工,至 1928 年完成,自湘潭经湘乡达宝庆(邵阳),全长 172.83 公里。[8]1926 年,湖南境内先后建立了

三个汽车路局,承担公路运输和公路修建,至 1929 年,先后建成醴陵至攸县、长沙至宁乡、宝庆至桃花坪(今隆回)、常德至桃源、

衡阳至郴县等公路,至此,湖南共修建公路 578.63 公里。
[8]
1929 年,何键主湘,成立湖南全省公路局,统筹公路建设,湖南公路修建

速度加快。1933 年,国民党为了“围剿”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召开豫、鄂、皖、苏、浙、湘、赣七省公路会议,希望建设公路网以

利于军事“围剿'。到全面抗战爆发前夕,湖南修筑了公路 1694.86 公里,[8]形成了“东、南、西、北四方各有两条省际干线通向

赣、粤、桂、黔、川、鄂 6 邻省,形同‘四通八达’的格局”[5]。全面抗战爆发之后,还继续修建了一些公路,如浏阳至邵阳、洞

口至榆树湾、烟溪至大江口等三条战时公路。到1949 年新中国成立时,全部公路里程数字实际为3994.71 公里。[8] 

现代交通的建设,改变了乡村生活的环境。一是便利于货物的流通速度和范围。以前靠陆路人工、航运的乡村土产品和手工

业制品和输入乡村的工业品,不仅运输范围有限,而且运输量也有限,不利于商品流通,也就不利于乡村经济发展。现在通过现代

交通工具,商品运输不仅量大,而且范围也更为广泛。当时就有人就粤汉铁路对湖南、广东两省的经济促进作用给予高度评价: 

粤汉路价值,最为伟大。湖南米产极丰,而广东则嫌过少,年需外来以补不足者,在一千万石以上。湖南与广东,虽属邻省,以

交通不便,无法通其有无。其在湖南贩米者,则由长沙沿湘江,泛洞庭,再入长江,过崇明而海运广州,所费极多,成本自高。故湖南

屡闹熟荒,经济感觉走投无路。株韶段若告完成,则湖南过剩米粮可以得其出路。一万六千万元(每石十六无计)之漏厄,亦可以抵

塞矣。 

广州三水间,新式工业发达,年需烟煤等物达六十万吨。广东煤产,颇不足以应需要,湖南煤产虽多,但亦以交通不便,无法供

应广东所需求。株韶段完成,湘粤两感其利,全国贸易上,又少一漏厄矣。 

广东工业发达,各种日常用品俱能自制,仪器尤多。非运南洋,即由海道税关,负担如此之重,自不能与外货争衡。湖南之物产

有出路,其消费量必随之而增,苟得粤汉线全部落成,则湖南立成广东工业品之销场。而湖南之蚕丝、茶油、夏布、桐油等,广东

之水果,俱得其出路。 

湖南之食盐,取之广东,年在三百万石以上,向赖旧式运输,往往较原价贵达四倍之多。粤汉路完成,湘人食盐负担自能减轻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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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9] 

公路网的建设对乡村地区的影响更为直接。公路穿越广大乡村地区,所过之处,不仅便利了乡民货物的运输,促进了商品的流

通,而且也促使新的乡村集镇的形成,公路设站之处,渐渐成为新的集市,甚而演化为新的集镇,从而改变了乡村地区人们的生活

环境,尤为重要的是,它也深刻改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生活习俗。 

乡村生活环境的改善还表现在乡村公共医疗卫生状况的改善。中国传统社会没有公共卫生行政机构,清承明制,据《清史

稿·职官志》载:府正科、州典科、县训科各一人,由所辖有司遴选通医理人员咨部给札,没有设置专门的卫生行政机构。1905 年,

巡警部警保司下设卫生科,是政府第一次设置的专门卫生机构。1906 年民政部成立,设卫生司。[10]此后,各省参照中央卫生司设置。

清末湖南设保卫局,兼理“去民害,卫民生”,负责公共卫生。民国成立后,1913 年 11月,湖南督军府内务司设卫生科,负责卫生防

疫工作,1915 年 10 月在省警察厅设卫生科,各州县警察署设卫生科,初步形成了省、州、县卫生行政体系。 

国民政府成立后,设立了卫生部(后改为卫生署),开始尝试建立乡村卫生体系,1936 年,教育部颁布了《乡村小学卫生设施暂

行标准》,规定了乡村小学卫生工作。在具体的乡村卫生体系建设中,各省乃至一省之不同地区的办法也不尽相同,湖南的办法是

依靠和利用社会组织力量甚至外国教会及其医疗机构的力量进行乡村卫生体系的建设,县卫生院是县一级卫生行政、防疫、妇幼

保健机构,同时开设医疗业务。 

1936 年,湖南尝试以合作社的方式进行乡村卫生建设,“为推进农村卫生事业,各县试办健康合作社,援日本各国成例组织,

现平江卫生院,业已计划进行,并由社办保健训练所,由各乡社派员入所训练,然后返乡办理种痘及简易治疗工作,以期普遍推行

乡村卫生事业”。[11] 

虽然国民政府和各省政府采取各种办法推动乡村卫生体系的建设,但由于经费的缺乏、抗日战争的爆发以及乡村社会的贫困

和长期形成的习惯,无论较发达的沿海省份,还是湖南这种比较贫困的省份,乡村卫生体系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尽管如此,近代

湖南乡村卫生事业还是取得了一定成绩。以湘乡县为例,该县的医疗机构在 1929年以前全部为中医诊所,有中医药人员1229 名。

1929 年成立第一所西医院——三民医院。到1939年才建立县卫生院,负责全县卫生行政、防疫、妇幼保健及医疗业务。1947 年

始建县公立医院,到 1949年共有4家私人医院和 7家诊所,分布于城乡各处。[12]又如沅陵县,县卫生院于 1937 年建立,到 1949 年,

全县共有医院 3 家,中西医诊所 34 家,大部分在县城开业。此外,还有由教会于 1902 年创立的宏恩医院和 1938 年创立的天主堂

医院,以及 1944 年由省卫生处建立的省立沅陵医院。 

近代湖南乡村卫生事业虽不尽人意,但与晚清乃至清前期的乡村卫生工作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现代医药科学和技术

进入了乡村,部分地改变了传统乡村社会大多数人治病靠巫师神汉的现象,更重要的是传播了科学知识,对乡村社会摆脱迷信愚

昧的观念和习惯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也是乡村生活环境进步的表现。 

二、乡村服饰、饮食的变化 

湖南是内陆省份、农业社会,向以保守著称,乡村日常生活以保守节俭为特征,鸦片战争后的相当长的时期内,还保持着传统

的服饰、饮食习俗。同治年间,石门乡村,衣服“俭约朴素,不入绮靡。近虽较畴昔稍异,要以布帛为先,无违古式”[13]。布料也以

本省所产土布为主,尤其是“浏阳、醴陵每岁所出夏葛二种,足供本省之用”
[14]

。长沙城乡,“大家巨族,或以细饰相尚;乡间妇女,

钗荆裙布……。”[15]光绪年间,衡山“富者夏葛冬裘,无奇邪之诮;贫者夏苎冬絮,饶古朴之风。便浣洗而服蓝青,染色不歆红绿,

准躯干以裁襟袖,尺度不竞宽长。幼稚美服鲜绫罗,妇女恒装无金玉”[16]。如果有所变化的话,也只是上衣下裙的长短之变,“咸

丰初,袖尚窄长,衣与踵齐,马褂短。同治初,则上衣长,而下衣反短,衫袖阔几盈尺焉。光绪以后,又渐如咸丰时,短者絮长不及十

之四,而长衣竞曳地矣,袖亦狭至三寸、襟有缘宽者且及四寸,甚至有饰文绣如妇人……。其冠缘乍高乍低,约十年二十年即互易

其尺寸,变迁伸缩……”。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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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岳阳、长沙相继被开辟为通商口岸,进出口贸易大幅度发展,特别是轻工产品和日用品的进口,对湖

南城乡百姓的日常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湖南进口轻纺工业品大宗首推棉货,约占全省进口洋货价值的 40%以上,每年输入2万

关平两左右,80%为日本货。至民国六年,棉纱减少,但棉布进口始终持旺盛的态势。进口洋布之数量,也是逐年增加。1900 年时,

进口洋布总值尚只 407 关平两,为数甚少,但到 1911 年,进口洋布总值就激增到3,288,252 关平两,十年之内,净增加 8,078倍,平

均每年进口洋布总值达 328,825.2 关平两。[18] 

洋纱洋布及日用工业品的大量进口,逐步影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据清末民初《湖南民情风俗报告书》记载: 

洋纱、洋布、竹布、羽绫、羽缎等物,则概由外国输入,花团锦簇,日异月新,近年风气浮靡,城邑尤甚,人人不惜重资为章身

之具。棉苎各布销路亦滞……
[14]
 

尤其在长沙、湘潭、常德等地,“风俗日偷,纨绔子弟立异矜奇,日以服饰争相夸耀,故洋货业日渐增加,绸缎店亦多销售外国

绸料”。[14]与此同时,服装的式样也发生了变化,“民国 10 年以后,由于舶来品的影响,几个月便流行一种新式服装,年轻人与祖

辈父辈的衣着区别就像换三个朝代。”[12]西装、中山装、学生装、旗袍之类的服饰开始流行,但基本上是在城市,或在乡镇所谓

缙绅之家。如在醴陵,除男性“渐次流行中山装和学生装,少数公务人员着西服”外,“县城中上层妇女和农村少数官绅家妇女,

多爱穿旗袍或短衣裙,冬季在旗袍上罩一件短毛线衣”。[19]至于农村,则基本上还是传统的中式服饰。所谓中式服饰,在清末民国

时期的湖南乡村,大致如《湘乡县志》所描述: 

纱粒坨帽是编织品,帽口可折,冷时放下防耳冻。大襟衣有长短两式,长者为袍,短者为褂,特点是一路布扣齐侧腰而下,无翻

领,无明兜(短对襟褂除外)。布料色泽因身份而异……。裤不开裆,一根纱带贴身缚,裤头一折,几条裤同束一带。穿布袜,渐兴土

纱编织袜。鞋底系多层布用麻绳纳成,新鞋锁脚,需先用楦头“楦”松。富家妇女多着百褶裙、套裙,扎裹脚带,鞋上绣花。雨天

出外穿有铁钉油鞋及四齿木屐子鞋,也有以老竹蔸制成简便木屐的。[12] 

此外,日用消费品的进口则种类繁多,从煤油、罐头到水果洋洋数百种。煤油使用范围日广,逐渐取代了桐油、茶油和松子照

明。 

在服饰变化的同时饮食也发生了变化。湖南乡村传统饮食以大米为主,佐以粱、菽、黍、麦、粟等“杂粮”;少数边远山区,

不宜种植水稻,亦以相适应的杂粮为主。肉类以猪肉为主,猪、牛、羊肉外,还有家养的狗,家禽鸡、鸭、鹅,以及鱼类等。绝大多

数农户包括贫困农户都豢养猪、牛等牲畜和鸡、鸭、鹅等家禽,少数富裕农家还有自己的鱼塘。一般是饲牛为耕田,养狗为看家,

作为肉食主体的猪肉和鸡、鸭、鹅、鱼类及蛋品,除城乡少数地主富裕之家外,也并不是一般民众餐桌的常物,大多只是在延客或

喜庆节日时才得以享用。在生产力水平较低和相对闭塞的自然经济条件下,人们的饮食较为简朴、单调、清苦。长期以来,大多

数人一日三餐,湘西、湘中一些贫困地区一日两餐。近代以来,饮食结构及方式发生变化。对乡村大众来说,主食中红薯成为主要

的果腹之食。红薯在清初传入湖南后,由于产量高,逐渐成为湖南乡村农民的主要杂粮。据载,“迩来人烟日以稠密,近山者遂争

莳薯,户产二三十石,斜坡深谷,大半辟为薯土。……故山谷之民虽遇歉岁,而有含哺鼓腹之乐”。[20]这种情况在湖南丘陵、山区

比较普遍。清末民初湖南调查局调查称:“宁远……临武各属,所产稻米举以售人,而红薯、包谷悉留自食。盖因生计艰难,实非

嗜好有所歧异。”[14] 

但在城镇的影响下,乡村的饮食习惯也发生了变化。据载,20 世纪 20 年代的醴陵,“旧俗俭朴,衣布茹蔬,……宴客以十碗为

丰,十碗之供,海味不过刺参,其次蛏干、鱿鱼以名席面而已。乡民非令节不食肉,非庆吊不置酒,款客止于杀鸡,鲜味止于罾鱼。”

而至本世纪 20 年代,则“中人之家,酬酢往还,争奢斗靡,以远物为尚,暴殄为豪”[21]。省会长沙,“宴请亲友,……或在潇湘、奇

珍(阁)、玉楼东等著名酒家,海陆珍馐,所费不赀”[22]。 

当然,近代以来工业化的进程和西方观念的传播对于中国社会生活的影响是巨大的,但是就程度而言,城镇地区与乡村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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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发达地区与贫困地区是存在差异的,有时这种差异还非常大。对广大乡村一般农民来说,基本上保留着传统

的饮食服饰结构与方式。其原因当然是由于生活的贫困,非不为之,实不能也。1927 年,陈仲明在《东方杂志》发表的《湘中农民

状况调查》中这样描述: 

衣服仅足蔽体,料子都是极粗的老棉布,常常看到许多的农民,身上穿的衣裤,没有一件不是补过又补,缝过又缝的。脚是差不

多终年赤着,穿鞋袜的,大概只有到人家拜年的时候才看见。穿了一二天,又得好好的收藏起来,预备明年的此时再用。[23] 

1935 年,湖南省立农民教育馆对长沙县黄土岭第二实验区的调查,也说明了乡村一般民众生活的困苦: 

民众生活,因感频年天灾人祸,无资经营,因而谋生乏术者居多,本年入春以来,天雨绵绵,蔬菜时被虫蚀,加以菜价低廉,百斤

之小菜,所获不上一元,一家数口,惟此是赖,因而无米为炊之事,时有所闻,困难达于极点。[24] 

如果说,上述材料只说明 1935 年的个案,那么 1948 年中山大学社会研究所对长沙崇礼堡乡的调查结论则是对民国时期湖南

乡村农民生活总的概括: 

……在该堡中1/3田地及其生产物为堡外之地主收买,其余2/3 之耕地,不敷分配,且佃农居多,租佃制度之未能改善,耕作方

法之未尽合理,加以 8年抗战,乡民颠沛流离,致影响其生活江河日下…… 

(1)乡民每日三餐,既感不济,乃改食廉价食品,勉求一饱,并图节省食物费用,以弥补他项开支,致使生活程度,续行降低。 

(2)所生子女,幼年既难获致受教育之机会,或新式之技术训练,而长成则惟有承袭父业,以谋生活,如此“工之子恒为工,农

之子恒为农”生活模式,墨守成规,毫无改进,而代代穷困相因,每况愈下。 

(3)能由高利贷借到债款以接济家用者,仅可周转一时,无异剜肉医疮,饮鸩止渴,而多数家庭,因连岁亏欠,债台高筑,终于连

租佃之资本,渐次蚀完,惟有退还耕地,卖佃为生,其家庭来日之苦况,又可想而知了。[25] 

由此可以了解到,近代以来虽然由于工业化的发展,湖南乡村生活状况有了若干的进步,乡村社会的面貌有了一定程度上改

变,但是大多数农民贫困的状态没有改变。晚清持续的社会动荡,民国时期军阀混战和艰苦卓绝的抗战,乡村付出了极大的牺牲。

而土地所有制没有根本的改变,甚至租佃关系也没有得到良好的改善,故乡村民众特别是占大多数的自耕农、佃农的生活的确是

陷入了持续贫困的循环。乡村生活的改变,有赖于土地制度的根本变革。 

三、婚姻、节庆习俗的变革 

传统中国婚姻是所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没有子女的自由可言,“嫁、娶皆由祖父母、父母主婚,祖父母、父母俱无者,

以余亲主婚。”[26]“婚姻重媒妁,即古之所谓媒氏也。”[27]所谓“天上无云不行雨,地上无媒不成亲”成为一种习俗。与“父母

之命,媒妁之言”相适应,旧式婚姻还有繁琐的礼仪。湖南传统的婚姻程序,俗称“六礼”,即《仪礼·士昏礼》所说纳采、问名、

纳吉、纳征、请期和迎亲。个中繁琐,兹不赘述。总之,旧式婚姻不仅造成当事人经济和身心的负担,更造成无数无爱和不幸的家

庭。 

近代以来,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观念的变革,特别是妇女解放和婚姻自主思潮的兴起,对旧式婚姻发起了挑战,婚姻习俗也逐渐

发生变化。先是太平天国倡导男女平等,“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规定“凡天下婚姻不论财”,

婚嫁费用由基层国库定额供给,天下一式。维新运动时期,维新人士对封建的婚姻制度进行了激烈的批判。谭嗣同从批判封建的

三纲五常的角度,对婚姻制度进行了批判,“本非两情相愿,而强合漠不相关之人,絷之终身,以为夫妇,夫果何恃以伸其偏权而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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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哉?实亦三纲之说苦之也。夫即自命为纲,则所以遇其妇者,将不以人类齿。”[28]20 世纪初年,革命派发表大量言论,对包办婚姻、

旧式家庭大加笞伐。倡言“中国今日不可以不革命!中国今日之家庭不可以不革命!”“若我中国二千年来家庭制度太发达,……

以故使民家之外无事业,家之外无思虑,家之外无交际,家之外无社会,家之外无日月,家之外无天地”
[29]
“欲革政治之命者,必先

革家之命,以其家庭之有专制也;而革家族之命者,尤必先革一身之命,以其一身无自治也”[29]。强调“欲破家庭,必自废婚姻始,

婚姻既废,家庭不得成,使人各无自私自利之心”。[30] 

进入民国后,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婚姻自主的舆论更是进入高潮。 

大革命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湖南各县农民群众特别是广大妇女对封建的婚姻制度进行了彻底的揭露和批判。湘乡

县女界联合会在 1926 年成立后,也以“结婚、离婚绝对自由,剪发放脚,打倒族权、夫权,男女平等”相号召,提出废除家庭包办

婚姻制度等主张,并发动妇女实施。[12] 

在社会对封建婚姻制度强烈谴责的舆论中,国民政府成立后,颁布了新的婚姻法,规定“婚约由男女当事人自行订之,并征得

法定代理人的同意。……规定结婚有公开之仪式及二人以上见证人,禁止近亲结婚”;规定了子女从父姓,另有约定者,从其约定,

等等,相对于北京政府时期的法规具有明确的进步意义。
[31]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也颁布了婚姻法,“确定男女婚姻以自由为原则,废除一切包办强迫和卖买的婚姻制度。禁

止童养媳。实行一夫一妻,禁止一夫多妻与一妻多夫。”[32]这个婚姻法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男女平等、婚姻自主原则的认同,

是符合社会发展进步潮流的。 

婚礼繁琐的传统礼仪日趋简化,在长沙,新式婚礼“其仪节较旧为简,首由男女同意,各告其父母许可,遂觅介绍人绍介,订立

婚约,男女有交换戒指或其他物作证者,结婚多在大旅社或公共场所,门首悬旗结彩,庭设礼案,新郎新妇及主婚证婚介绍人,男女

来宾均有一定席次,首读婚证、颂词,然后用印(或交换戒指)。新夫妇行鞠躬礼,乃谢主婚证婚介绍人及男女来宾,并答词,礼毕。

谒见亲族如仪”。[33]衡阳一些新式婚礼更简单,“新式者,新妇盛妆,乘生花轿,西乐随行,入门,新郎互行一鞠躬礼而礼成”。[34]

在偏远的蓝山婚礼也受影响,趋向简化,“近十年来,女子出阁时,揖辞家先亲戚,即升舆,稍革旧俗矣。然蓝俗自自治时已觉过奢,

今益有以自节矣”。[35] 

1940 年代末,醴陵的婚礼则是: 

民国结婚亦有媒妁,但改称介绍人。别推有声望者证婚。父或他尊长则为主婚人。届时饰礼堂,植国旗,备婚证,并用彩轿或

汽车迎新妇。新妇至。集男女二家主婚二人,证婚一人或二人,介绍二人,傧相四人或二人,及来宾行礼傧相引新郎、新妇相向三

鞠躬,交换戒指,钤章于婚证。主婚人、证婚人、介绍人以次钤章毕,证婚人宣读婚证,致贺词。主婚人、介绍人均致词,男女宾亦

各推代表致词。于是新郎、新妇向证婚人、主婚人、介绍人、来宾分别鞠躬致敬。礼毕宴客。谓之文明结婚。其余旧仪一概免

除。[36] 

但是,婚姻观念和礼俗的变化在近代湖南乡村地区发展不平衡,有的地区变化较大,有些仍然保留旧的习俗,如湘乡县则仍然

具有繁琐的旧俗,据《湘乡县志》载: 

民国年间,迎娶新娘基本沿袭旧俗,发嫁前几天亲友送礼,叫“妆奁”,迎亲日连成嫁奁以“春楦”抬送。发嫁前要用线绞去

脸额上的汗毛,称“开眉”,将姑娘头饰改成已嫁式,称“结发”。发嫁前在娘家吃最后一顿早餐,接受父母嘱咐,称“吃发嫁

饭”。与祖宗告别与亲人告别时要哭泣,一直要哭出离家头一段路程,称“哭嫁”。由伴娘将纱布巾蒙头的新娘送入花轿并由媒

人锁住轿门,称“上轿”。花轿有二人抬、四人抬、六人抬三种,轿衣是红地起凤凰花之类的缎料所制,二人抬是普通青轿贴上红

纸对联,四人抬、六人抬轿内放烘炉,供小解。旧俗因男家礼仪不周,女家可以延宕发嫁。除父母不送亲外,祖辈、叔辈、平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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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辈均可以送,叫“高亲”。富户送亲者按尊卑分别坐四人轿、三人轿、二人轿,官僚家有仪仗队、筒伞队、纱灯笼队伴送,一般

富户有中西乐队伴送。“送亲队伍”,途中碰上其他迎娶队伍,互相举高花轿,要分不出高低,有的则互换红纱布条(俗叫红扣)和

平让路,叫“抢道”、“争高”。轿进夫家场院,夫家出人握雄鸡持刀赞彩轿,叫“斩草”。花轿入厅,媒人开锁,两女傧引新娘入

洞房更换红装红纱巾,再进厅堂,在一对大红烛下结拜,叫“拜堂”,一拜天地,二拜高堂,三是互拜。向亲友行礼,喊出“称呼”,

受礼者赠红包,叫“赠见面礼”。入洞房揭面纱坐床沿,喝交杯酒叫“行合卺礼”。以美词相赞,祝福新夫妇,称“赞床”。戏谑

媒婆,以锅底灰抹脸,称“刷媒”。洞房花烛夜,大家戏闹新郎新婚谓“闹房”。文闹小节目为“点烟”、“抬茶”、“鸳鸯吃吊

糖”等;武闹则使新人吃苦头,双亲亦陪罪,称“新婚三日无大小。”客散就寝时放鞭炮,称“圆房”。隔窗听新房动静或凿孔扔

鞭炮,称“听房”,“不吵不发”,新郎新娘能够忍让。[12] 

节日习俗是一个民族文化和精神的体现。中华民族长期处在农业社会,其节庆多与农耕相联系,除二十四节气之外,其他的主

要节庆如春节、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等等,均为农历节庆,反映了中国农业社会的特征,也反映中华民族的传统如重

家庭团圆、尊老等等。进入民国以后,由于西俗东渐,更由于民族、国家意识的强化,有关民族、国家的一些重大纪念日被列为节

日,成为人们缅怀先烈、弘扬民族精神,同时又具有休息、休闲的节庆意义。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采用公元纪年。临时政府参议院在编印历书时规定:一、由政府于阴历十二月前制定历书,颁发各省;

二、新旧二历并存;三、新历下附星期,旧历下附节气;四、旧时习惯可存者,择要附录,吉凶神宿一律删除。[37]1914 年,北京政府

规定四季节日,阴历元旦为春节,端午为夏节,中秋为秋节,冬至为冬节。“四节之时,国民得休息,公务人员放假一天。”[38]但是

民国前期政局变幻莫测,节日设置也经常因政治形势的变化而改变。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对节日也有增删。对于广大乡村民众

来说,除了元旦和双十节有所记忆,其他节日基本上是没有响应的。传统的春节、元宵、清明、端午、中秋、重阳、冬至等节日,

仍然是湖南乡村最主要的节日。如当时舆论所论:“民国改用新历,除阳历元旦及双十节城中公团、学校庆祝、拜贺外,其余城乡

节令一仍旧时,故岁时仍用阴历。”
[39]

湖南地方志也记载:“自建民国,岁俗旧者散在田野,新俗重纪念,自双十节外,盖无月无纪

念日焉,然政府学校、通都大邑知之行之,蓝山人民则亦尚在可由不可知之例云。”[35]这就说明,节日或纪念日的设置,需要经过

历史的积淀,在时间的沉淀下,慢慢演变为民间的习俗,成为民族共同的节日,在近代中国政治变幻的环境中,更需要长期的历史

筛选才能获得民众的认同。同样,在近代史上,许多传统的节日,特别是拜鬼敬神之类的节日,也随着时间的推移成为少数人的记

忆,不能继续成为民族的习俗和人民的纪念。 

四、民间信仰与文化生活的嬗变 

人们的文化生活,特别是观念、信仰等精神生活,都是与人们的物质生产方式、人们所处的地理环境相联系的。湖南长期以

来是一个农耕区域,其地理环境复杂,北方是浩瀚的洞庭湖,东、南、西三面高山峻岭,湘、资、沅、澧四大水系分布全域。农耕

的艰辛以及变幻莫测的自然现象,使人们世代承袭着的原始信仰、古老宗教、俗信观念,天地崇拜、太阳崇拜、雷公崇拜、土地

崇拜、五谷崇拜以及龙图腾、凤图腾、犬图腾、竹图腾等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都保存得更为完整、原始与古朴,而湖南作为楚国

的一部分,也承袭着楚人好巫的习俗。在清末民初这种情况仍然非常盛行: 

湘人无论贫富,迷信神权者什居八九。家中……更有立财神者,为求财也。立观音者,为求嗣也。立钟馗与天师者,为驱邪也。

立土地与吞口者,为镇宅也。以上六种,以立财神为最多,凡百商家几于无不祀之……[14] 

在众多地方志中,关于乡村敬神、拜鬼、崇巫的记载很多: 

宁远各乡市镇尤重“酬愿”,或曰“庆庙”。或曰“庆土地公公”,或曰“庆姑婆”、“庆三伯公”。巫者跳舞作法,大致相

类。又有还傩愿者,先期科敛酒米,买猪、羊、鸡、鱼等类,至期鼓角铙钹,爆竹轰然,酬愿之人竟随巫者后,手持纸幡人马,遨游于

墟庙间,谓之“行香”。农事一毕,遍地皆然。[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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溆浦疾病祈赛,听命于巫,昼夜嬉戏。……溆俗信鬼尚神,由来已久。平民常年祷禳,不独延请僧道巫觋,昕夕拜祝,并为演剧

酬神,而傀儡戏尤多。其戏班每岁多于春季入城唱演,栽种后及收获后则分散各乡。[41] 

醴陵俗信鬼而事神,老佛杂糅。[42] 

由此可见鬼神信仰是湖南乡村最基本的信仰,也是乡村农民精神生活的支柱,乡村中各种事项均依赖于神祇的保佑。进入近

代以来,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科学知识的传播以及近代教育的兴起,特别是连续不断的农民运动和农民

革命,对偶像及其偶像崇拜的载体——寺庙的打击,在一定程度上摧毁了湖南乡村的鬼神崇拜和偶像崇拜。 

同时,清末开始,直到国民政府时期还在进行的寺庙、祠堂等寺、祠产办学运动,将偶像崇拜的载体予以摧毁,虽然在一些地

方遭遇农民的反对乃至暴力阻止,但确实取得很大的进展,也促进了近代以来的乡村教育普及和发展。科举制的废除,教育的发展

又传播和普及了科学知识,也是对礼佛拜神等封建迷信崇拜的破除。 

近代以来先进的人士对鬼神崇拜信仰的抨击,对破除迷信,消除鬼神崇拜的影响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维新运动时期的谭嗣

同就是一个激烈反对鬼神崇拜和迷信活动的人士,他抨击这些丑陋的现象,“凡乩者皆人之意识练而成神,名曰识神,故有时极灵

验;久之将化为邪魔入人之藏识,或眩乱而成疯癫,或夺惑而致凶死,或流衍而成信鬼之俗,数世不绝,害将不可胜言。”[43]辛亥革

命时期的宋教仁倡议成立“社会改良会”,提出“婚、丧、祭等事不作奢华迷信等举动”“戒除迎神、建醮、拜经及诸迷信鬼神

之习”等主张,[44]对于改良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也无疑对乡村社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近代以来的种种破除鬼神崇拜的革命运动以及科学知识的传播,对打破乡村社会的鬼神崇拜和迷信有一定的作用,但是,信

仰所反映的精神生活,并非短时间可以消亡,精神世界的重建,信仰的确立,需要一个漫长的时期并要求其客观条件的成熟。近代

以来,封建的土地关系没有改变,农民受地主的剥削压迫的程度有增无减,农村凋敝,灾害频发,使农民不能够掌握和改变自己的

命运,因此,鬼神崇拜并不是完全消失了。即使到了民国时期,这种鬼神崇拜的信仰仍然是乡村农民精神生活重要组成部分。1935

年,衡山县乡村师范学校对衡山县师古乡的调查描述了这种情形: 

师古乡一般民众,尤其是妇女,几乎完全崇拜偶像。庙宇虽然没有北方的那样多,可是,迷信之深,却有过之而无不及。就是一

般受过教育,迷信较为薄弱的青年,遇有疾病或困难不能解决时,亦多照例烧香拜神,成为牢不可破的传统习惯。至于有组织的宗

教团体,则有佛教、道教、儒教、耶教。信仰天主教与回教的教徒,在这里却找不到一家。1486 家中,信仰佛教者28家,信仰道教

者 23家,信儒教的 18家,信耶教的只有 12家,其余的家庭都是偶像崇拜者。[45] 

根据上述情况统计,师古乡信仰宗教的仅占该乡全部家庭 5%,其余全部是鬼神、偶像崇拜。可见在乡村地区,鬼神崇拜的信仰

是相当牢固的。因此,对近代以来乡村地区精神生活的改变程度的估计不能过高,乡村精神生活的根本变化,有赖于社会制度的根

本变革和与之相适应的科学文化的普及。 

与传统社会的信仰相适应,近代以前乃至在近代社会中,乡村地区的文化生活也是与其信仰相联系的。乡村的娱乐活动是乡

村文化生活的重要方面,一般来说,传统社会中乡村的娱乐活动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传统节日习俗的表演和带有迷信色彩的迎

神、酬神等娱乐活动;二是传统的戏曲、杂艺、游戏等娱乐活动,这两种类型的活动构成湖南乡村地区基本的文化娱乐生活。 

传统节日活动最大的特点是具有娱乐性,它既表达了人们对鬼神、偶像的膜拜心理、感情,同时也娱乐了大众。湖南是一个

多民族聚集的地区,因而各种节日丰富多彩,但主要的有新年(元旦)、元宵节、社巴节、四月八、端午节、赶秋节、火把节、七

夕节、中秋节、重阳节、盘王节、腊八节、年关等等。此外,还有各种神祇诸如财神、土地神、文昌帝君、日神、月神、门神、

灶神以及各行各业的保护神,它们的诞辰及忌日的祭祀活动往往成为盛大的民间娱乐活动。兹略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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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旦:“元旦,举家长幼男女皆夙兴盛服,择吉时开门,烧纸钱,叩拜天地,以祈一岁之祥。次谒祠堂,无祠堂者即于祖先堂具香

烛、茶果、酒馔列拜焉,然后拜于尊长,其下各以长幼为序而拜。次日拜母党,又次日拜妻党,已乃会见诸亲邻。往来者肩相摩于

道,谓之‘贺岁’。嗣是,亲友始以春酒互相邀叙。”
[46]
 

元宵节:正月十五元宵节又称为上元节、灯节,是以灯为主要节物的节日,也是新年的终结。“十五夜为元宵,先数日剪纸为

灯,或悬庭户,或列街衢,或数十人击鼓鸣锣,舞龙灯,跳狮子,百戏并作,谓之‘庆新节”,又谓之‘闹元宵’,观者如堵。”[47]湘潭

“上元,祀太一神,食浮圆子。……故褚遂良《潭州偶题》云‘踏遍九衢灯火夜,归来月挂海棠前。’唐时风俗已如此。闺秀多结

伴迎紫姑神卜吉祥,达且始散”。[48]观灯之外,还有众多赶庙会、唱大戏、舞狮舞龙活动,常常通宵达旦,故名闹元宵。善化“元

宵,张挂彩灯,有走马、鳌山、花爆、烟火诸戏,乡间则坟墓送灯,田园爇柴,豚栅、鸡栖皆置灯烛。并有金鼓、爆竹,龙灯、竹马、

狮子等戏,彻夜不息,为‘闹元宵’”。
[49]
黔阳则“十日以外,货灯于市。十三日夜,各家张灯门外,谓之‘上灯’,十四日夜亦然。

十五,彩灯悬照,……童子执之。绕街而行。……箫鼓喧阗,道路鼎拂以为乐”。[50] 

端午节:端午节吃粽子是湖南的习俗,但更重要的娱乐活动是赛龙舟。相传赛龙舟是为了纪念屈原。端午日,“坊市造龙舟竞

渡,俗谓屈原以此日沉汨罗,人竞以舟楫拯之。”[51]“沿河有龙船竞渡之戏。……诸郡率然。”[52]可见端午节龙舟赛在湖南各地

极为普遍,是民间的一大盛事,也是乡村重要的娱乐活动。 

中秋节:中秋是团圆之节,食月饼也是取团圆之意。湖南各地均有食月饼、赏月之俗,“八月十五日,是夜街巷聚侣,备酒肴赏

‘中秋’,或候月华而竟夕不寝者。每家办月饼、凉瓜,计大小均授,盖庆皎月,取团圆之象也”。[46]“中秋是日,戚友各以月饼杂

他物相饷遗,至夜治具,团坐集饮,曰‘赏月’。”[53]赏月之外,也有乡村趁此佳节召集戏班,搭台演戏,以娱乡亲。 

总之,传统节日是乡村举办娱乐活动的最佳时机,也是乡民娱乐的主要形式。由于民间节日是民族传统的习俗,蕴含深刻的民

间意象,因此即使是到了近代,新的娱乐形式不断传入和流行,但此类民间娱乐形式始终流传。民国时期,每逢民间节日或鬼神诞

忌之日,最是乡间欢愉之时。一到传统节庆,仍然热闹非凡,如长沙的迎神游街会: 

红男绿女,三五成群,嘻嘻哈哈的说看迎神去。将到军路边,就闻得锣鼓喧天,人声嘈杂,鞭炮轰轰,始晓得长沙明都大贤等镇

团总,因为现在瘟疫流行,特举行迎神游街大会,将什么龙王、金容大帝,派八人由庙内抬出,游行各镇乡,驱除瘟疫,与会的人大约

有六七万(从一点钟走起,四点钟始完),护卫的龙有七八十条,旁边看热闹的人更不计数。其中……扎的什么蚌壳精、三怕老婆等

戏。[54] 

醴陵举行的城隍庙会,境况亦盛: 

赛会之期,……大作法会。用磁器扎成飞凤古塔,异常雅观,并用十五六岁之男童妓女,装成人物故事九十余台,如懿公放鹤、

木兰从军及矮奴通牒。网罗人才种种,无不惟妙惟肖。最后四城士绅,随因城隍菩萨鱼贯而行,沿途商民鸣锣放炮,声震耳鼓,观者

人山人海,全城无一隙地。惟闻此间各绸缎店数年堆积之纺绸官纱及香纹纱与鞋店之女鞋,均以销售净尽。[55] 

近代以来,各种新的娱乐形式出现,如电影、话剧(文明戏)、歌剧、歌舞等。在湖南,城市也开始有了电影这些新式的娱乐活

动。但是对于广大乡村地区来说,民众的娱乐形式仍然是传统的戏曲,如湘剧、京剧、围鼓戏,傀儡戏、灯戏、影戏、花鼓戏等等,

还有各种民间杂耍如杂技、说书、魔术、禽戏、猴戏等等。一般来说,乡村举办演出,大致有两种情况,一是各种民间节庆或祭祀

活动,邀请戏班演出以助兴;二是社会团体或个人重大事情邀请戏班演出。有的乡村演戏成为惯例,如“一年一祈禳三年一大戏,

各乡团皆然。岁或小祲,大集城乡绅民募钱设蘸,亦曰万人缘。一举动费千金”。[56]这种情况基本上是地方社会团体组织的活动。 

湖南省立衡山乡村师范学校 1935年调查衡山县师古乡农民生活状况时,曾描述了他们的娱乐活动:[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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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鼓戏花鼓戏为乡村农民最喜好的戏剧,师古乡男女多有会唱者。戏班人数普通由 10 人至 15 人,最多达 20 人,最少亦得七

八人,每天戏价由 3至 8元不等,无何场面,随地搭台唱戏。演出之戏剧,有刘海砍樵,拷打落庙,张古董借妻,拷打春桃,王三卖肉,

拐子伸冤,小放牛等类,锣鼓声音,与湘剧大致相同,不过剧情多属爱情类,差不多没有一出戏不表演男女调情的故事的,并且多有

伤风化,政府现已禁止演唱。乡间平常多不敢唱花鼓戏,在婚嫁喜庆和新年的时候,偶尔唱演一两次而已。 

影剧影剧为夜间娱乐的一种,农民遇喜庆之辰,多演影之。演唱一夜,需费一二元。唱影剧者普通二至四人,以竹竿作方架,左

右后三面围以布帐,前面置大纸窗一具,内燃桐油灯一盏,唱者坐帐内,一方面手提弄皮人,一方面口里唱着,使皮人随音乐节奏,

手舞足蹈,布帐外则露出各种的影子来,如大剧之表演,所演之剧多为关于忠臣,孝子,烈女,贤妇的故事,感化人心的力量颇大。 

傀儡戏傀儡戏也是师古乡流行的一种戏剧,遇有生辰及敬神和还愿的时节,亲朋赠送或自己出资找傀儡戏到家演唱,普通演

员由 8至 12 人不等,每日戏价由 3元至 5元不等。演戏时围以4尺高蓝布帐,奏乐者亦在幕内,演唱者举傀儡人随唱随舞,有如大

戏所演,戏出有天官赐福,金山寺,渭水求贤等类。戏情多属迷信及因果报应之类,无淫污词调,亦算是一种正当的娱乐。 

师古乡是湖南乡村的缩影,可见在清末民国时期,乡村文化娱乐生活仍然以传统形式为多。当然,毕竟时代变迁,也有新的文

化生活进入乡村地区,但大多数限于县城及其附近地区。据《湘乡县志》记载,五四运动以后,教师、学生和中下层知识分子采用

话剧、歌剧、活报剧等形式,演出以反帝、反封建为内容的《血战情花》《觉悟青年》《五百元痛史》《放下你的鞭子》《雷雨》等

剧目,群众称之为文明戏。电影也在 1906 年由日本商人水野梅晓引入湘乡短期放映,放映剧目多为风光、滑稽、侦探片。民国时

期,放映《十三妹》《七侠五义》《唐僧取经》等,均为无声片。1933 年,为抗战募捐放映数日,“观者累万”。[12]岳阳县也于 1930

年建立电影院,放映《三笑姻缘》等无声剧。[57]偏僻如沅陵县,也在 1928 年首次放映黑白无声电影,抗战时期设立简易电影院,1947

年建立“民众电影院”,始放有声电影。[58] 

此外,国民政府成立后,在各县均设立民众教育馆(初名通俗教育馆),负责公民、语文、健康、科学、休闲、艺术、生计等各

科的教育,也附设县级图书馆,经常开展辅导活动和其他文化活动,对乡村文化生活的改进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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